
论《啼笑因缘》的弹词改编
——以姚荫梅的弹词唱本为例

童李君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小说一经问世，读者反响热烈，而由文人陆澹庵改编的《啼笑因缘弹词》于1935年出版时亦是“行销甚广，无线电听众，殆靡不人手一编，叹为佳构。”[1]甚至听众们去书场时也将此书带在身边，据说唱此书的弹词艺人姚荫梅回忆“当时《啼笑因缘》弹词已出版，来听书的听众百分之八十的人手中都捧着一本书，我唱一句，他们对一句。我说这部书是赶出来的，唱词不全，听众见我唱错了就摇头。”[2]除《啼笑因缘》外，陆澹庵还曾将多部小说改编成弹词，如《秋海棠》、《满江红》等。因为他对弹词的熟悉，改编时能契合书场弹词的规则，所以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其改编的弹词唱本广为流传。
然而，从姚荫梅的回忆可知，艺人仅根据弹词改编版《啼笑因缘》弹唱，是不能很好的满足听众的需求的。弹词艺人在书场弹唱，其内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书场弹词和文人的改编本不同，它是弹词艺人一面继承、演出、传播，同时又在听众的“参与”中修改、加工、再创造的产物。因此，书场弹词记录成文，可以说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弹词艺人总是从听众中汲取有益的意见，对书目进行修改，以求迎合听众的喜好。由于演出场次的多寡也与收入相关，因此艺人在情节处理上，往往会尽可能拉长，并且不断地修改自己的说唱底本，以求精益求精，吸引更多的听众，有的甚至一个本子要经过几代艺人的精心琢磨。
姚荫梅的《啼笑因缘弹词》就是不断加工创作的产物。由于听众带着陆澹庵改编的《啼笑因缘弹词》来听书，于是他被迫改变唱词“将书中唱的地方改成说白，将说白地方改成唱词，这样听众无法对照，慢慢就不带书来了。”[2]然而这样只是杜绝了听众拿书对照，在实际演唱中往往还不够，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他为了说好这部书，亲自跑到北京天桥去体验生活，“他想方设法调动所有的生活积累，对原著进行车富和开掘；他逐回逐回地默想传统书目，寻找可供借鉴的技巧；他细细品味听客的面部表情，从中悟出成功或失败的情由；他翻烂了原著和可供参考的资料和文章；他主动和听客交谈，虔诚地听取批评和建议；他每说一遍就修改一遍……经过整整十年的磨炼加工，跑遍了江浙码头，方始把长篇全部改编完毕（还不包括续集）。一九四五年，他进上海弹唱《啼笑因缘》，赢得了更大的声誉，从而闻名江南。”[3]他凭借浑厚的艺术功底和生活积累，使其弹唱的《啼笑因缘弹词》与原著相比，在情节、人物塑造、矛盾冲突、心理刻画等方面都有较大的丰富，篇幅增加了一倍，充分体现了弹词的艺术特色，与小说相比，《啼笑因缘弹词》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叙事方式的改变
弹词艺术感染力的高下，与弹唱者的技艺密切相关。弹词的技能，有所谓“说、噱、弹、唱”四方面，“说”指叙说，重清楚；“噱”指“放噱”即逗人发笑，重诙谐；“弹”指使用三弦或琵琶进行伴奏，重纯熟；“唱”指演唱，重响亮。而口齿清晰，咬字准确，则是最基本的要求。
其中“说”的手段非常丰富，有叙述，有代言，也有说明与议论。艺人在长期的说唱表演中形成了诸如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衬白、托白等功能各不相同的说表手法与技巧，既可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和相互间的对话，又能以说书人的口吻进行叙述、解释和评议。姚荫梅的《啼笑因缘弹词》是代言体的，它主要有以下形式特点：
（一）人物自报家门
代言体弹词的人物上场，基本是“自报家门”，有[引]、[白]、[唱]三段自道来历，与杂剧、传奇的开场套路相似。而在姚荫梅的《啼笑因缘弹词》中，这一程式已经简化，但依然保持了自报家门的特点。以第一回，《游天桥》为例：
（定场诗）清白世家数代传，书香承袭旧衣冠。进京求学兼游历，立身还需知识宽。（樊家树咕白）学生樊家树，浙江杭州人氏。先父在日行医，惜已亡故；堂上母亲健在，教子甚严。去年我中学毕业，今年命我上北京赶考大学。因此辞别娘亲进京，寄居在母舅家中。虽然母舅与舅母同往英国伦敦去了，且喜有表兄嫂照顾。今天是星期日，表兄嫂昨日去西山，要明日归来。如今我一人在家，不免有些寂寞了。[3]
在这里，樊家树一出场，就将自己的出身来历向听众介绍得一清二楚。
（二）内容分角色演绎
在叙事体弹词中，弹词艺人往往以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地叙述故事。而在代言体弹词中，弹词艺人往往化身成故事中的生、旦、净、丑诸角色，分角色演绎内容，一个人唱一台戏，其叙事语气、叙事视角是限知的，如：
（樊家树白）刘福，今天下午我是想出去走走，你可以介绍几处好玩的地方，陪我去看看。（刘福白）好玩地方，我来想想看。表少爷！（唱[费家调]）北京地方大非凡，吸引许多游客来。最有名北海、中南海，天坛、地坛、先农坛。风景区最多在西城外，颐和园、万寿山、碧云寺、玉泉山，万牲园里弯一弯，明朝皇陵有十三，八达岭长城居庸关。芦沟桥狮子知多少，乱七八糟数清难。（表白）北京人有句土话，“芦沟桥上的石狮子”。意思就是“搞不清楚”。（樊家树白）刘福，你说的那些地方，上两个星期，表哥都陪我去过了。（刘福白）对的 ，大爷、大奶奶陪您去过，要没有去过的地方，一时倒想不出了。（樊家树白）刘福，我想起一处地方，它的声名很大，我在未进京之前，听人家说过，叫“天桥”，你可曾去过？（刘福白）：嘎，“天桥”。那是我熟的，我常去的，很热闹；不过……（樊家树白）既是热闹地方，下午你陪我去看看吧。（刘福白）是。[4]
在这里，弹词艺人的叙事者身份基本已经消解，主要由书中人物自由活动，只是偶尔出现向听众解释“芦沟桥上的石狮子”，意思就是“搞不清楚”。在《啼笑因缘弹词》中，弹词艺人大部份时间是以书中人物的角色进行表演，而到了某一关键处，或观众会有疑问的地方，则会中断书中人物的演唱，而以说书人的身份对故事进展进行“解说”或“评论”。

二、故事情节的合理拓展
同一部书，有各弹词名家的不同艺术处理，不同的说法，即“各家各说”。而事实上，根据小说改编的新书目，与弹词中流传了数百年的传统书目一样，人们对它们的内容非常熟悉。在这里，听众不再痴迷于故事的内容，他们更注重的是弹词艺人如何讲故事，听众遇到精彩的“关子书”往往不嫌其长，都兴致勃勃地惦记着书情将如何发展，因为不同的艺人处理的方式不同，会给听众带来不同的愉悦享受。创造一部长篇新书目，再把它说熟并让大众接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需要一定的创作及改编才能；弹词艺人往往学习某一部长篇，同时将其不断发展改进，在演唱技艺上精益求精，形成自己的风格。
姚荫梅弹唱的《啼笑因缘弹词》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遵循弹词艺术的发展规律加以丰富。弹词与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情节性的艺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弹词都被归入说部中，作为小说来研究。近代有关小说理论的开创之作中基本上都提到了弹词，如王钟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说：“章回弹词之体，行于明清。章回体以施耐庵之《水浒》为先声，弹词体以杨升庵之《廿一史弹词》为最古。数百年来，厥体大盛，以《红楼梦》、《天雨花》二书为代表。其余作者，无虑百十家，亦颇有名著云。”[4]但作为说唱艺术，它必须用引人入胜的书情来吸引听众，因此“关子”必不可少。姚荫梅将原著中多处情节加以合理的转换拼接，使七十回的《啼笑因缘弹词》环环相扣，关子不断，持续吸引听众。如原著中沈凤喜被逼嫁刘将军之事，樊家树要从杭州探母病回京后，才从关家打听到原委。姚荫梅则将樊家树被绑票的情节提前，与“逼嫁”相接，使两个关子环环相扣，书情更加紧凑。
弹词说唱对故事情节的拓展，还表现在叙事的细腻和繁复上，对这一特点，叶圣陶在其《说书》一文中就《珍珠塔》中陈小姐下楼那一段有很好的总结：
《珍珠塔》里的陈翠娥私自把珍珠塔赠给方卿，不便明言，只说是干点心。她从闺房里取了珍珠塔走到楼梯边，心思不定，下了几级又回上去，上去了又跨下来，这样上下有好多回；后来把珍珠塔交到方卿手里了，再三叮嘱，叫他在路中要当心这干点心；这些情节在名手都有好几天可以说。于是听众异常兴奋，互相提示说：“看今陈小姐下不下楼梯，”或者说：“看今天叮嘱完了没有。”[5]
相似的处理方式在《啼笑因缘弹词》中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书情得到拓展。弹词叙事的繁复与细腻同时也表现在弹唱过程中同一情节的反复出现。其中有弹词艺人的重复，也有书中不同角色对同一情节的重复。小说如果写成这样，一段相同的事情反复出现，读者可能会觉得厌烦。弹词的情形就不同了，弹词的长篇，每天连着说，书场里有老听众，也有新听众。新听众要了解书情，这些重复就必不可少；而作为一种听觉艺术，新老听众需要通过弹词艺人的“重复”来确立比较鲜明、深刻的艺术印象，而且这些重复是通过丰富的表现手法展现的，弹词艺人时而说，时而唱，时而问、时而辩来重复同一件事，这样的“重复”，很能吸引听众。

三、语言谐趣多样
作为大众表演的弹词艺术非常口语化、人情化、生活化，这与听众对象大多为市井小民息息相关，要迎合听众的审美趣味，弹词就要表现的活泼、诙谐甚至粗鄙。“噱”，即通过“说唱”叙述制造喜剧性的笑料内容，让人发笑。其中由书情和书中人物的性格生发出来的笑料，称“肉里噱”；弹词艺人在台上临时即兴编演即“现挂”的笑料，称“外插花”。“放噱”手法对于调动听众的欣赏兴趣，促进艺人与听众的现场交流，十分重要。所以，艺谚中有“一噱遮百丑”和“噱乃书中宝”的说法。晚清徐珂《清稗类钞•音乐类》“弹词”中说：
弹词之插科，彼业谓之倏头，倏头之佳者，其先必迟回停顿，为主要语作势，一经脱口，便戛然而止。科白之能解人颐，非简练揣摩不可，其妙处在以冷隽语出之，令人寻味无穷。然亦有遏于刻画，尚未启齿，而已先局局者，下乘也。[6]
姚荫梅深谙此道，他在弹唱中吸收了大量鲜活的语言，各地方言所特具的幽默、轻松、微妙、传情，被他运用得出神入化。如樊家树的杭州官话、沈凤喜的北京话、刘将军的山东话、王妈的常熟话、刘福的浦东话等均力求传神，而刘将军、王妈、刘福的方言土语，往往在书中起到插科打诨的喜剧效果。此外，书中还运用大量的歇后语、俏皮语，读来妙趣横生，极富生活色彩。他还用诙谐的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
（表）刘大胖倒想起来了，不是司密司，是密司。他把椅子捅得跟沈小姐近些。(刘德柱白)我说密司。（沈凤喜白）将军。（刘德柱白）密司，你今年几岁了?（沈风喜白）十七岁。（刘德柱白）你家里有没有大密司，小密司？你们老密司身体好！……
(表)凤喜也在看他。世界上的事，有些很奇怪，长得好看的，有人看；长得难看的也有人要看；非但自己看，还要叫别人看。尤其是女性，有时发现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她就叫：“啊呀难看啊，你看哪，快看哪!”凤喜看他也是这个意思。只见他：(韵白)身体像浸胖的海参，肚子像打了气的河豚。脑袋像丰收的冬瓜，耳朵像杜裹的馄饨。眉毛像熟透的香蕉，红枣子一般的眼睛。鼻子像一个高装馒头，如果称称，足有半斤。两片酱油色的嘴唇，又像打破的五茄皮酒瓶。仁丹招牌的胡须，像特大的乌菱。脸色像走油肉的肉皮，乌黑伦敦。两只手像熊掌，笑起来像雄鸭子叫的声音。一副吃相实在难看，想不到是一个有名的将军。[6]
在这里，刘德柱作为一个丑角的形象被诙谐的语言塑造的栩栩如生，在加深听众印象的同时，也可以增加书的谐趣。因为这些笑料都与书情紧密贴合，所以并不使人觉得突兀，反而拉近了艺人与听众的距离，形成书场弹词特有的说话氛围。此外，弹词中还有大量的心理刻画，它与弹词中无与伦比的语言艺术互相契合，互为映托，形成了《啼笑因缘弹词》持久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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